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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否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
基于收入不平等视角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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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研究基
于收入不平等视角,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简称
CHFS) 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应. 实证结果表明:
1)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缓解居民收入不平等, 通过内生性处理与相关稳健性检验
后该结论仍然成立; 2)机制分析表明, 数字经济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提升居
民创业活跃度以及扩大居民社会网络等渠道从而有效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 3) 异
质性部分显示, 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效果在中西部省份、农村和数字
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中更加显著, 尤其在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素养较低和
数字鸿沟较高的居民家庭中更为显著, 这体现了数字经济的普惠性. 扩展讨论结
论表明,数字经济分指数均能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其中数字化效率提升分指数
形成的数字红利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增益效果更大. 因此, 本研究为推动我国数字
经济发展及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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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and an im-
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effect and mech-
anisms of digital economy on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inequality by using the data of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The empiri-
cal results show: 1)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which
is still valid after we consider the endogeneity and perform corresponding robustness
test. 2)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 by mitigating the liquidity constraints, enhancing en-
trepreneurial activity and expanding household social network. 3)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alleviating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income inequalit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rural areas and regions with
lower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particularly for household with lower education, lower
financial literacy, and larger digital divide, which signifies the inclusiveness of digital
economy. Further discussion shows that all sub-indexes of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
cantly narrow the household income gap, among which the digital dividend formed by
digit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index has a greater gain effect on it. Hence, this paper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income inequality; common prosperity

1 引言
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目标, 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共十九大报告首

次擘画了 “到本世纪中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 的宏伟蓝图. 2021 年 3 月通过
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1的第四十八章 “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再次明确提出要
“坚持……, 持续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表明, 要 “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坚
决防止两极分化”. 当前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但仍然存在收入差距较大、收入分
配不公、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不高等现实问题 (李实和朱梦冰 (2018)). 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
(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前 10% 阶层拥有的收入从
1978 年的 0.28 上升至 2021 年的 0.42. 收入基尼系数也由 1995 年的 0.34 (赵人伟和李实
(1997)) 跃升至 2018 年的 0.46 左右 (罗楚亮等 (2021)), 高于 0.4 的国际警戒线. 为此, 如何

1该报告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纲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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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22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

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 是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数字化
服务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Goldfarb and Tucker (2019) 表明数字经济可以
通过降低验证成本、复制成本、搜索成本、传输成本、追踪成本五大方面对居民家庭的经济

生活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根据 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 自 2012 年以来我国数
字经济年均增速高达 15.9%, 显著高于同期 GDP 平均增速, 在 5G 与工业互联网等新兴数字
化技术的推动下, 2021 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中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其内含的科技力量正在重塑传统生产模式, 进而对中国整体收入
分配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何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 已成为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 现有文献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破除地理环境、地域空间等外部环
境的限制, 通过促进就业、提高生产率等来提升居民收入, 还能赋予传统经济新动能, 有效推
进普惠性服务的产生和拓展, 改善弱势群体的福利水平, 从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艾小青和田
雅敏 (2022), 何宗樾和宋旭光 (2020)). 有鉴于此, 充分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效应和微观作用机理, 可以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效的经验证据和政策
支撑.
相比于以往文献, 本文的潜在贡献概括为如下三点: 1) 纵观现有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

相关研究, 主要聚焦于理论梳理 (刘诚 (2022)), 且当前研究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与城乡收入差
距展开讨论 (胡鞍钢等 (2016), 张勋等 (2019)), 极少有文献从整体收入分配的角度着力论证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应, 本文则是弥补了数字经济、整体居民收入分配
与共同富裕现有研究的短板. 2) 已有文献构建的数字经济指标大多是从宏观层面构建的 (赵
涛等 (2020)), 本文参考杨碧云等 (2022), 尝试利用 2015–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问卷基于微观层面选取关于数字经济的 8 个问题, 通过因子分析法对相关指标进行降维处
理, 构建出面板数字经济指数; 并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从家庭参与
数字经济方式角度分别划分为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和数字化效率提升等三个方面进

行扩展讨论. 3) 现有文献极少从微观居民家庭的角度出发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机制, 而本文的研究拟从居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创业活跃度和社会网络等角度揭示数字经
济发展可以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微观作用机理, 丰富了对 “数字经济是促进公平与效率
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的相关研究以及对数字经济发展后果的理解. 同时本文进一步从区
域与居民家庭两个层面进行了异质性讨论, 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从而扎实推动共同
富裕提供更为精准的决策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当前, 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发展新趋势, 大量文献开始研究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
影响, 虽然近年来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 但是对总体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依然在 30% 左右
(罗楚亮等 (2021)). 张勋等 (2019) 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
尤其是农村低收入群体, 从而有效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胡鞍钢等 (2016) 也明确指出,

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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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革命” 在转化为 “数字机遇” 的过程中, 城乡之间的边界会逐渐消弭, “数字红利” 将得
以凸显, 最终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将趋于收敛. 鲜有学者就数字经济对整体居民收入分配的影
响展开讨论, 仅有刘诚 (2022) 基于理论层面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居民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研
究表明数字经济从整体上降低了居民收入差距, 使不同阶层、地区和城乡的收入分配更加合
理均衡, 进而有效推动了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细分领域, 还有部分文献讨论数
字金融对居民收入的影响, 数字金融不仅是传统金融的有力补充, 而且其普惠性质有利于小
微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不发达地区融资的增加, 为长尾群体衍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从中获得
收入的增长, 最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Khaki (2017), 张勋等 (2019)). 故此, 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将有利于微观个体, 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个体, 更为有效地参与到数字经济相关的生产生
活, 并以此实现新的经济价值创造、资源配置改善, 增加其收入水平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
现 (Zeng and Reinartz (2003), 牟天琦等 (2021)). 因此, 本文提出第 1 个假说:
假说 1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相关研究表明, 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将扩大收入差距, 背后的逻辑在于金融市场上普遍存

在信息不对称等情况导致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存在错配现象 (Hoff and Stiglitz (1990),
Foltz (2004)). 金融排斥现象是我国很多居民家庭面临的共同难题, 而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数
字技术积累海量客户资料和保存相关消费记录, 使得精确评估用户的信用风险成为可能, 有
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和缓解信贷中的担保、抵押品和信用等问题, 从而显著降低家庭面临流
动性约束的概率 (Mbiti and Weil (2013), 尹志超和张号栋 (2018)). 特别地, 这种效应对于以
往很难接触到正规金融市场的弱势群体更为明显, 意味着数字技术具有 “长尾” 特性 (Bogan
(2008), 杨波等 (2020)), 使得金融投资、理财及信贷服务更加 “平民化”, 能够增加偏远及贫
困地区家庭获得借贷和投资理财等金融服务的机会 (Philippon (2016)), 从中获得更多回报
(张勋等 (2019)), 促进家庭收入的增加和财富的积累. 张贺和白钦先 (2018) 的分析表明, 传
统普惠金融借助数字信息技术放大与提升了金融的基础性功能, 使被金融机构排斥的弱势群
体共享金融的包容性, 让农村群体内部收入不平等得以改善. 由此, 本文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
将有助于克服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摩擦 (Bhattacharya and Patnaik (2016), Philippon (2019)),
让更多中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获得金融服务, 缓解其面临的流动性约束, 缩小收入差距, 最终促
进共同富裕. 据此, 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2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创业活跃度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积极度指标 (Cullen et al. (2014), 叶文平等

(2018)), 对扩大居民就业、降低收入不平等状况、改善民生和实现机会公平具有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为经济长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Kimhi (2010), Samila and Sorenson (2011), 赵涛等
(2020)).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 赵涛等 (2020) 的研究指出, 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现代信息网
络、信息通信技术为关键特征3, 在市场规模、知识溢出和要素组合等方面为创业活动提供了
更多可能及培育了更多的创业机会, 亦能够通过加快信息交互和思想传播等途径丰富创业资
源. 与此同时, 具备数字素养与技能的居民能够凭借数字平台信息传递优势打破时空和信息
壁垒, 有效缓解信息或融资约束, 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 进而增加了居民的创业机会, 这一

3该定义来自《国家统计局关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 (2021)》.



664 计量经济学报 第 3卷

效应在农村地区以及偏远地区更为显著 (Bruton et al. (2015), 谢绚丽等 (2018)). 创业降低
收入不平等的机制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创业可以拓宽劳动者的增收渠道, Kimhi (2010),
Bruton et al. (2013) 明确指出, 创业是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 有利于降低居
民收入不平等、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另一方面, 创业可以带动更多剩余劳动者就业, 促进收入
分配公平 (宋冬林等 (2022)). 根据上述讨论, 随着数字经济持续渗透到居民生活中的各个领
域, 使得创业者更容易获取高效的创业资源来提升其创业活跃度, 从而有利于缓解居民收入
不平等、推动共同富裕. 于是, 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假说 3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
社会网络是人与人之间因互动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关联体系, 在传递与分享信息、抵御

风险、 配给工作、 扩大融资途径以及促进创业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Kinnan and
Townsend (2012), 马光荣和杨恩艳 (2011), 易行健等 (2012), 黄露露 (2022)), 也正因为如此,
居民往往能够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经济收益或非经济收益 (Dominguez and Watkins (2003),王
春超和周先波 (2013)). Munshi and Rosenweig (2009) 探讨了印度的种姓网络与种姓内部的
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以种姓为纽带的社会网络被微观个体视为一种保险机制, 可
以增加个体间的转移支付, 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在过去由于时间或空间的不可抗逆因
素, 居民家庭社会网络的积累以及相互交流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而处于数字化时代的居
民家庭拥有多样化的社会交往方式, 克服了传统社交圈的时空障碍, 扩大了居民家庭的社交
圈, 其中线上社交平台或网站成为微观个体对外获取信息或与他人交往的重要渠道 (Ellison
et al. (2007), Steinfield et al. (2008)). 戚聿东和褚席 (2021) 也表明, 数字生活使居民的社交
方式逐渐由线下转移到线上, 能够显著降低社交成本, 更好地搭建和维护社会网络. 宋冬林等
(2022) 的研究指出, 依托数字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能显著改善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
入不平等, 体现了数字金融的普惠性与长尾性特征. 结合上述讨论, 本文认为, 数字经济的发
展能够拓展居民家庭的社会网络, 增强其风险分担能力并有利于增加其获取收入的渠道, 从
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 因此, 提出第四点假说:
假说 4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扩大社会网络水平进而缓解居民收入不平等.

3 实证模型、数据与变量选取
3.1 实证模型

根据前文, 本文将构建实证模型探讨数字经济能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以推动共同富裕.
因此, 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Inc_inequalityijt = α0 + β1digitalijt +X
′

ijtγ +D
′

jtκ+ λi + ηt + µijt, (1)

其中, 被解释变量 Inc_inequalityijt 表示第 t 年 j 城市 i 家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核心解释
变量为 digitalijt, 代表第 t 年 j 城市 i 家庭的数字经济水平; Xij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
括户主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Djt 为区域经济特征变量; λi 和 ηt 分别为家庭和年份固

定效应; µijt 为扰动项. 根据假说 1 的分析, 本文预期关注解释变量 digitalijt 的回归系数 β1

显著为负, 表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缩小作用. 此外, 本文还参考尹志超等
(2021) 使用区县层面的聚类 (Cluster) 稳健标准误, 以克服扰动项可能存在的相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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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的 2015 年和 2017 年两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并生成平衡面板数据. 样本主要分布于
29 个省、367 个县 (区、县级市)、1481 个社区, 具有全国、省级和副省级城市代表性. 在
数据处理上, 本文仅保留了身份为户主的样本, 同时删除了家庭总收入 (Income)、净资产
(Asset_net) 和负债 (Debt) 小于 0 的样本, 并删除了年龄 < 18 岁和年龄 > 65 岁以及关键
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 经过一系列数据处理后, 本文最终得到 31320 个微观家庭. 另外, 本
文所用的宏观层面数据均来自相应年度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与年度统计公报.

3.3 变量选取及说明

3.3.1 被解释变量: 个体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指数 (Kakwani)
现有关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方式大体分为群体和个体两个方面. 从群体层面上, 主要

采用收入基尼系数、泰尔指数或对数方差等进行测度 (Garner (1993), Deaton and Paxson
(1994), Meyer and Sullivan (2017) 等). 但基于群体层面测算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难以充分
反映收入差异的状况, 而个体层面的收入不平等指数能够采用更为精确的收入相对剥夺指
数. 于是本文将从个体层面测算收入不平等程度, 收入相对剥夺指数的衡量方式主要包括
Yitzhaki 指数 (Yitzhaki (1979))、Kakwani 指数 (Kakwani (1984))、Podder 指数 (Podder
(1996)), 后两者均可在 Yitzhaki 的基础上计算得到的 (黄云等 (2019)). 其中, Yitzhaki 指数
中所有个体收入剥夺的加权平均即为基尼系数, 但不满足正规化和无量纲化的要求, Podder
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Yitzhaki 指数对收入分布敏感性的问题, 但也不满足正规化要求,
而 Kakwani 指数具有正规化与无量纲化的特点 (Ren and Pan (2016), 黄云等 (2019)). 于
是本文采用由区县层面计算得到的 Kakwani 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并采用 Yitzhaki 指数和
Podder 指数进行稳健性分析.

3.3.2 核心解释变量: 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 (Digital)
以往国内研究大多从宏观层面对数字经济指标进行衡量 (赵涛等 (2020)), 仅有杨碧云等

(2022) 的研究基于微观家庭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指数. 微观家庭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参
与数字经济, 因此本文参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并结合 CHFS 的数据
可得性, 将家庭参与数字经济的方式分别划分为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和数字化效率
提升. 本文对上述涉及到数字经济的 8 个指标4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得到家庭层面的数字经

济指数, 同时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使取值范围介于 [0, 1] 之间. KMO 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
结果显示本文所选取的数字经济细分指标适用于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 1 所示,
依据特征值 > 1 与累积贡献 > 60% 的基本准则, 本文保留了前两个有效公共因子. 描述性
统计结果表明, 家庭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均值为 0.41, 一定程度意味着我国居民家庭的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尚存在较大的发展潜力. 同时, 2015 和 2017 年的家庭数字经济指数均值分别
为 0.35 和 0.46, 表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推广, 居民家庭生活各方面的数字化程度正逐步
提升.

4这 8 个指标均来自 CHFS 问卷信息, 如需要, 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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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因子分析结果5

特征值 方差贡献 累积贡献 因子载荷

Factor1 2.70018 0.5358 0.5358 0.6118
Factor2 1.71339 0.3400 0.8758 0.3882

3.4 其他控制变量

为了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参考易行健等 (2012) 与杨碧云等
(2022), 主要控制以下三类控制变量. 首先, 本文控制了家庭特征变量, 包含净资产 (As-
set_net)、总负债 (Debt)、家庭人口规模 (Size)、少儿占比 (Youth)、老年人占比 (Old)6、拥

有房产 (House)、从事工商业经营项目 (Business)、拥有商业保险 (Insurance)、拥有社会医
疗保险 (Social_med)、社会养老保险 (Pension) 以及失业保险 (Unemploy); 其次, 对户主特
征变量进行控制, 包括年龄 (Age)、年龄的平方/100 (Age2)、性别 (Sex)、农业户口 (Farm)、
就业 (Job)、受教育年限 (Edu)、已婚 (Marry)、身体健康 (Health)、政治面貌 (Party)、风
险规避 (Risk_aver)、风险偏好 (Risk_pre); 最后, 控制了地级市层面的经济金融变量, 分别
为城市地区人均 GDP (Per_gdp) 与贷款余额/GDP (Loan_gdp)7变量.

3.5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首先来看主要关注变量的结果, 样本家庭中平
均每年总收入为 8.01 万元, 平均每户家庭约为 3.60 人, 即可得知每户样本家庭人均收入大
概为 2.23 万元. 其次, 在负债和资产控制变量中, 可以看到样本家庭年总负债平均为 4.32 万
元; 拥有净资产平均为 85.51 万元. 另外, 样本中超过 30% 的家庭拥有商业保险, 超过 90%
的家庭拥有至少一套自有住房.

4 基准实证结果
表 3 报告了数字经济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 根据前文所列出的模型 (1), 本文在回归

中逐步加入家庭特征变量和户主特征变量, 以验证回归结果的可信性. 其中, 第 (1) 列为单变
量回归分析, 第 (2) 列加入了家庭总收入、净资产和总负债等家庭层面经济变量, 第 (3) 列进
一步控制了户主特征变量和区域经济变量, 并均控制了年份和个体固定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
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且在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之后该变量
的估计系数依然在 1% 统计水平上显著. 从经济显著性上, 发现数字经济指数每上升 1 个单
位, 居民收入不平等能够降低 0.03, 由此表明假说 1 成立.

5根据因子分析结果, 仅两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 为了节省篇幅, 本文只报告了这两个因子的相关信息.
6借鉴张勋等 (2019), 本文定义家庭 0∼16 岁小孩与家庭人口之比为少儿人口占比, 定义 60 岁以上老年

人口与家庭人口之比为老年人口占比.
7城市人均 GDP 数据和贷款余额/GDP 来源于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或者年度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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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说明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Digital 数字经济指数 31320 0.41 0.27 0 1
Digital_tech 数字技术应用指数 31320 0.50 0.13 0 1
Digtal_fact 数字要素驱动指数 31320 0.27 0.35 0 1
Digital_effic 数字化效率提升指数 31320 0.07 0.19 0 1
Kakwani Kakwani 收入不平等指数 31320 0.41 0.14 0 1
Podder Podder 收入不平等指数 31320 0.39 0.14 0 1
Yitzhaki Yitzhaki 收入不平等指数 31320 1.48 0.64 0 4.85
Income 家庭总收入 (万元) 31320 8.01 9.19 0 8 63.27
Debt 家庭总负债 (万元) 31320 4.32 12.40 0 100
Asset_net 家庭净资产 (万元) 31320 85.51 126.99 0.24 779.06
Size 家庭规模 (人) 31320 3.60 1.50 1 10
Youth 少儿占比 31320 0.13 0.16 0 0.83
Old 老年人口占比 31320 0.14 0.26 0 1
House 拥有住房 31320 0.94 0.24 0 1
Business 经营工商业 31320 0.18 0.38 0 1
Insurance 拥有商业保险 31320 0.33 0.47 0 1
Social_med 拥有社会医疗保险 31320 0.92 0.27 0 1
Pension 拥有社会养老保险 31320 0.78 0.41 0 1
Unemploy 拥有失业保险 31320 0.16 0.37 0 1
Age 年龄 31320 49.56 9.89 18 65
Sex 户主为男性 31320 0.81 0.39 0 1
Farm 农业户口 31320 0.56 0.50 0 1
Job 就业 31320 0.76 0.43 0 1
Edu 受教育年限 (年) 31320 9.79 3.72 0 22
Marry 已婚 31320 0.90 0.29 0 1
Health 身体健康 31320 0.49 0.50 0 1
Party 户主为党员 31320 0.11 0.32 0 1
Risk_pre 风险偏好 31320 0.08 0.28 0 1
Risk_aver 风险规避 31320 0.60 0.49 0 1
Per_gdp 城市人均 GDP (万元) 31320 6.50 3.45 1.53 16.74
Loan_gdp 贷款余额/GDP 31320 1.33 0.79 0.29 7.45

5 机制分析9

5.1 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的机制检验
在本部分实证分析中将考察数字经济能否通过缓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来缩小居民

收入差距从而实现共同富裕, 以验证假说 2 是否成立. 在表 4 第 (1) 列中, 本文借鉴 Zeldes
(1989) 和甘犁等 (2018) 的做法, 当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总值小于两个月永久性收入时, 界定
该家庭正面临流动性约束. 实证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的强劲发展能够改善家庭面临流动性约

8家庭总收入的最小值为 0.0035 万元, 由于表 2 保留两位小数, 收入约为 0.
9本文借鉴江艇 (2022) 的做法, 所使用的机制检验仅看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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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 数字经济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1) (2) (3)

Kakwani
Digital −0.037*** −0.031*** −0.030***

(0.011) (0.011) (0.011)
Ln(Debt) −0.002 −0.002*

(0.001) (0.001)
Ln(Asset_net) −0.004** −0.004**

(0.002) (0.002)
Size −0.005** −0.005**

(0.003) (0.002)
Youth −0.002 −0.003

(0.014) (0.014)
Old −0.016** −0.014*

(0.008) (0.007)
House −0.001 −0.002

(0.006) (0.006)
Business 0.004 0.004

(0.004) (0.004)
Insurance 0.003 0.003

(0.003) (0.003)
Social_med −0.003 −0.002

(0.005) (0.004)
Pension −0.001 −0.001

(0.003) (0.003)
Unemploy 0.008** 0.007*

(0.004) (0.004)
Age 0.003

(0.002)
Age2 −0.003

(0.002)
Sex −0.005

(0.004)
Farm −0.001

(0.005)
Job 0.005

(0.003)
Edu −0.001

(0.001)
Marry 0.007

(0.005)
Health −0.001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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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续)
(1) (2) (3)

Kakwani
Party 0.003

(0.005)
Risk_pre 0.010

(0.011)
Risk_aver −0.033***

(0.007)
Per_gdp −0.009

(0.008)
Loan_gdp −0.026**

(0.011)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1,320 31,320 31,320
R-squared 0.127 0.130 0.147

注: 该表格括号内为区县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 *、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后
表与此相同.

表 4 基于流动性约束视角的机制检验

(1) (2)
Liq_constraint

(家庭金融资产总值
小于两个月永久性收入)

Liq_constraint
(高流动性资产不

超过当期年收入的一半)
Digital −0.338*** −0.150***

(0.035) (0.034)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Observations 31,320 31,320
R-squared 0.035 0.042

束的状况, 并在 1% 水平显著. 为进一步考察流动性约束机制的稳健性, 本文还参考 Kaplan
et al. (2014), 臧旭恒和张欣 (2018), 根据 “家庭的高流动性资产没有大于年收入的一半” 来
作为流动性约束家庭的代理变量. 在第 (2) 列中, 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依然能够显著降低居
民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 不改上述结论. 可见,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 数字经
济有助于改善信息不对称, 克服市场摩擦, 从而有效缓解缓解流动性约束难题 (Bhattacharya
and Patnaik (2016), Philippon (2019)). 根据前文解释, 流动性约束的缓解有助于实现非
自愿被金融机构排斥的弱势群体进入金融市场, 让居民收入不平等得以改善 (张贺和白钦先
(2018)). 由此, 本部分的机制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缓解居民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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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从而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 与本文的假说 2 相吻合.

5.2 基于创业视角的机制检验
在表 5 的 (1)∼(7) 列中, 本文参考尹志超等 (2015) 分别以是否创业、是否为自雇佣创

业、是否为非自雇佣创业、是否为主动创业、是否未来打算创业、去年是否有创新以及创新

投入为被解释变量, 以观察数字经济对居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效应. 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发
展可以带动居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对自雇佣创业和非自雇佣创业均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其
中在自雇佣创业中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可能在于, 非自雇佣创业属于规模较大、资金富足
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而自雇佣创业主要是个体户, 根据《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
数字红利》,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会涌现出众多的自主创业与自营职业的新机会 (尹志超等
(2021)). 进一步来说, 数字经济的强劲发展有助于家庭开展主动创业, 增强未来创业意愿, 提
高对自营企业的创新概率和创新投入水平. 与此同时, 创业可以拓宽低收入阶层的增收渠道
与带动更多长尾群体就业来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 (宋冬林等 (2022)). 因此, 本文认为数字经
济会通过衍生出众多的创业机会来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 从而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 假说 3
得以验证.

表 5 基于创业视角的机制检验10

(1) (2) (3) (4) (5) (6) (7)
是否创业 自雇佣创业 非自雇佣创业 主动创业 未来创业 是否创新 创新投入

Digital 0.505*** 0.464*** 0.078*** 0.447*** 0.050*** 0.233*** 0.151***
(0.025) (0.026) (0.012) (0.025) (0.016) (0.018) (0.02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R-squared 0.162 0.133 0.039 0.137 0.045 0.066 0.036

5.3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机制检验
在表 6 第 (1) 列, 参考杨汝岱等 (2011), 采取 “通信、电视、上网费” 等通讯费用作为居

民家庭社会网络水平的代理变量. 实证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对于扩大家庭社会网络存在显著
的正向效应, 且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进一步考虑到家庭礼金支出是社会网络的主
要维护或投资成本, 于是本文借鉴易行健等 (2012) 的做法, 将家庭节假日与红白喜事的礼金
支出作为微观家庭社会网络水平的代理指标. 更换机制变量的衡量方式后, 实证结果如表 6
第 (2) 列所示, 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依然能够通过提升社会网络水平, 进而缓解居民收入不平
等. 另外, 根据孙永苑等 (2016) 的分析, 家庭的礼金支出可分为正常支出和非正常支出两个
部分, 正常支出主要包涵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开销, 但不包括家庭新建和维
护关系的支出; 而非正常支出是用于新建和维系关系的支出. 因此, 本文基于稳健性考虑选取
非正常礼金支出作为家庭社会网络的又一衡量方式, 表 6 第 (3) 列的实证结果仍然得到一致
的结论. 这意味着, 数字经济有效克服了传统社交圈的时空壁垒, 更好地拓宽了居民的社会交

10由于该部分创业作为被解释变量, 于是在该部分本文未控制创业变量, 避免产生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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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机制检验

(1) (2) (3)
Social_net (通讯费用) Social_net (礼金支出) Social_net (非正常的礼金支出)

Digital 0.007*** 0.104*** 0.086***
(0.002) (0.025) (0.02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1,320 31,320 31,320
R-squared 0.043 0.010 0.009

往范围 (Ellison et al. (2007), Steinfield et al. (2008)). 根据前文, 社会网络水平的提升能
够促进成员间的转移支付与丰富居民家庭赚取收入的途径, 进而有效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
(Munshi and Rosenweig (2009), 尹志超等 (2021), 宋冬林等 (2022)), 据此假说 4 得以验证.

6 异质性讨论与进一步分析
6.1 基于区域异质性的扩展讨论
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差异, 致使数字经济的效用发挥可

能会有所不同. 为了识别该异质性影响是否存在, 本文将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 31 个省份、自
治区与直辖市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11两个子样本, 并分别进行回归, 表 7 第 (1)∼(2)
列报告了相关分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 中西部地区家庭的居民收入不平等受到数字经济带
来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家庭. 进一步考虑到城乡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
施亦存在明显的差异. 于是本文根据居民家庭所处的地区划分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子样本, 并
分别进行估计. 从表 7 第 (3)∼(4) 列的实证结果来看, 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
在农村地区更为明显. 为佐证上述结论, 本文还参考《2020–2021 数字经济发展报告》12将我

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划分为四大梯队13. 其中第一、二梯队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
的区域, 第三、四梯队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 具体结果如表 7 第 (5)∼(6) 列所示.
可以发现, 相比于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更显著地缓解了数字经济发展
程度较低地区的居民收入分配. 另外从数字技术的角度分析, 参考赵涛等 (2020) 以城市层面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总户数14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并根据中位数划分为互联网
宽带接入用户数比重较高的地区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比重较低的地区. 结果如表 7 第

11参考国家统计局 2016 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 东部地区包括北
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 个省 (市);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
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 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 (市、自治区).

12该报告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编制, 从属于工业和信息化蓝皮书系列报告.
13浙江、上海、广东、北京为第一梯队: 江苏、福建、山东、天津、重庆、湖南、河北、河南、四川、湖北为
第二梯队; 贵州、安徽、陕西、黑龙江、海南、江西、辽宁、云南、山西、青海、吉林为第三梯队; 内蒙古、甘
肃、广西、新疆、宁夏、西藏为第四梯队.

14数据来源: CEIC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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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的异质性检验

(1) (2) (3) (4) (5) (6) (7) (8)

东部 中西部 城镇 农村

第 1 梯
队和第

2 梯队

第 3 梯
队和第

4 梯队

互联网

宽带接

入用户

数比重高

互联网

宽带接

入用户

数比重低

Digital −0.017 −0.044** −0.013 −0.075*** −0.016 −0.054*** −0.012 −0.028*
(0.013) (0.018) (0.010) (0.027) (0.013) (0.020) (0.013) (0.01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6138 15,182 20,939 10,381 19182 12,138 15,465 15,855
R-squared 0.289 0.060 0.180 0.064 0.192 0.173 0.362 0.080

(7)∼(8) 列所示, 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更多发生在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比
重低的地区. 综上所述, 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会受到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程度
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影响, 随着区域数字发展程度的上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 该地区居
民家庭的收入差异程度会逐渐下降, 进而强化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6.2 基于居民家庭异质性的扩展讨论
6.2.1 基于受教育程度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根据户主受教育年限将样本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以

上五个子样本, 尝试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效果是否会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
的影响, 分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可以发现, 随着户主受教育年限的增加, 数字经济对居民
收入差距的降低作用不断下降, 且数字经济更加显著地降低了文盲/半文盲居民家庭的收入
不平等. 这说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会受到个体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数字
经济的渗透能较好地突破传统学习模式的壁垒, 为广大网民搭建线上学习平台, 让更多受教

表 8 受教育程度高低的异质性检验15

(1) (2) (3) (4) (5)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及以上

Digital −0.172*** −0.117*** −0.087*** −0.033** −0.017
(0.059) (0.027) (0.018) (0.015) (0.01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200 6,409 11,930 6,942 4,839
R-squared 0.147 0.103 0.147 0.200 0.223

15本文对该异质性部分进行了似不相关 (SUR) 检验, 结果显示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 表明
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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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享受到数字经济的红利, 有效缓解因教育鸿沟造成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从
而有利于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

6.2.2 基于金融素养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尝试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作用是否会受到个体金融素养的影

响. 本文使用 CHFS2015–2017 问卷16中关于金融知识的五道题构建个体金融素养水平的代

理变量, 并根据五道题得分和的中位数分为高低两组进行回归. 根据表 9 第 (1)∼(2) 列的回
归结果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多发生在金融素养较低的微观家
庭. 为佐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还选取问卷中 “关注经济金融信息多少” 这一问题作为
居民金融素养水平高低的衡量指标. 表 9 第 (3)∼(4) 列报告了相应的分组回归结果, 可以发
现, 数字经济对于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降低作用仅在关注经济金融信息较少的户主家庭中具有
统计显著性, 这再一次说明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缓解效应会受到个体金融素养高低
的影响. 由此我们认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将使得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
与触达能力大幅提高, 这为被排斥在传统金融服务外的长尾群体提供了更多参与金融市场的
机会, 从而促进共同富裕.

6.2.3 基于数字鸿沟异质性的分析
数字经济作为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的同时, 因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数字技术

区间传播不平衡等导致的数字鸿沟现象也日益凸显. 基于此, 本文尝试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
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是否会受到数字鸿沟问题的影响. 本文借鉴尹志超等 (2021) 的做法, 从
“接入能力” 和 “使用能力” 采取 CHFS2015–2017 问卷的 6 个指标17通过因子分析及标准化

处理得到微观个体的数字鸿沟指数, 并按中位数分为数字鸿沟较高的样本家庭和数字鸿沟较
低的样本家庭. 表 10 报告了分组回归的实证结果, 可以发现, 在数字鸿沟较高的居民家庭中,
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才具有统计显著性, 这验证了本文的猜想, 数字经济的
渗透的确能够让更多数字社会中被 “边缘化” 的群体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红利, 有效缓解数

表 9 金融素养高低的异质性检验

(1) (2) (3) (4)
金融素养较低 金融素养较高 关注经济金融信息较少 关注经济金融信息较多

Digital −0.025* −0.022 −0.031*** −0.016
(0.014) (0.015) (0.011) (0.0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23,376 7,944 28,461 2,859
R-squared 0.120 0.332 0.149 0.141

162017 年家庭金融调查问卷有关于金融知识的详细问题, 其中, 可以反映受访者客观金融素养的题目共有
8 道题, 但部分问题仅询问了新受访用户. 因此在结合 2015 年家庭金融调查问卷信息之后, 本文仅采用其中
5 道题构建金融素养代理变量, 每题答对为 1 分, 得分相加代表受访者金融素养水平, 最高 5 分, 最低 0 分.

17这 6 个指标均来自 CHFS 问卷信息, 如需要, 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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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鸿沟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 从而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6.3 进一步分析: 数字经济分指数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据前文所述, 我们参考《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2021)》并结合 CHFS 的数据

可得性, 将家庭数字经济综合指数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数字技术应用、数字要素驱动和数字
化效率提升. 对此, 我们从这三个角度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对应的细分指数并进行标准化处
理, 进一步考察数字经济分指数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结果如表 11 所
示, 可以发现这三个分指数的提升均能够显著降低居民收入不平等. 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 数
字化效率提升指数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 这表明数字金融与数字商贸经营通过缓
解流动性、增加财产性收入和提升创业活跃度从而更好地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能够更
好地强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表 10 数字鸿沟高低的异质性检验

(1) (2)
数字鸿沟较低 数字鸿沟较高

Digital −0.019 −0.036**
(0.078) (0.016)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Observations 18,730 12,590
R-squared 0.083 0.306

表 11 数字经济与居民收入不平等: 分指数回归
(1) (2) (3)

Kakwani
Digital_tech −0.041***

(0.014)
Digital_fact −0.009**

(0.004)
Digital_effic −0.081*

(0.04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1,320 31,320 31,320
R-squared 0.168 0.167 0.124

7 内生性与稳健性讨论
7.1 内生性问题讨论
本文基准回归部分虽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缓解了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的影响,

同时也尽可能多地纳入了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经济发展特征的控制变量以缓解可

能存在的遗漏变量问题, 但依然可能存在其他难以观测的遗漏变量同时影响数字经济和居民
收入不平等. 因此, 本文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
间的关系. 本文参考黄群慧等 (2019), 选取城市层面在 1984 年每万人拥有的邮局数作为核
心解释变量 (Digital) 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 数字经济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产生的新
型经济形态 (荆文君和孙宝文 (2019)). 具体而言, 历史上人们的信息沟通方式主要是通过邮
局系统, 而互联网是作为传统通信技术的延续发展, 这也意味着历史上邮电局分布数量较高
的地区极有可能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普及率较高的地区. 从这个意义上讲, 选取每万人拥有
的邮局数作为 digital 的工具变量符合了相关性条件. 另一方面, 相较于互联网与数字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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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 历史上的邮局数量对于家庭总收入的影响正日渐式微 (黄群慧等 (2019), 赵涛等
(2020)), 符合排他性条件. 同时, 前文选用的工具变量原始数据为横截面形式, 不能直接用于
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 于是本文根据 Nunn and Qian (2014) 的方法, 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
变量来构造面板工具变量. 具体而言, 本文选取了 1984 年各城市的每万人邮电局数与各城
市上一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交互项作

为内生性处理的工具变量.
其中,表 12第 (1)∼(2)列汇报了工具变量

回归的两阶段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指数) 呈
正相关关系, 且在 5% 水平上显著. 不可识别
检验显示,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统
计量均大于临界值, 且 p = 0.000, 强烈拒绝不
可识别的原假设, 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强相关.
另外, 弱工具变量检验显示,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值均远远大于 Stock-Yoo 弱工
具变量的临界值 10, 由此本文认为该工具变量
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符合有效性条件. 在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中, 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
距在 5% 水平上依然显著为负, 意味着本文实
证结果较为稳健可信.

表 12 内生性: 工具变量法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gital Kakwani
Digital −0.647**

(0.306)
1984 年每万人
拥有的邮局数 ∗
上一年互联网

宽带接入用户数

0.219**

(0.097)
控制变量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Observations 31,320 31,320
R-squared 0.327 0.550

7.2 稳健性检验
7.2.1 分样本回归、分位数回归和 Tobit 模型估计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还采用了分样本回归来分析数字经济与居民

收入差距的关系. 其中, 本文将根据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位数划分低收入组、中收入组与高收
入组. 表 13 报告了相关的实证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收入具有明确的正
向影响, 这表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有利于促进居民收入. 从经济显著性上看, 数字经济指数每
提高一个标准差, 可使低收入组的收入支出增加 13.4%; 中收入组的收入支出增加 4.1%; 高
收入组的收入支出增加 3.4%. 另外, 第 (1) 列与第 (2) 列直观上比较, 低收入组核心解释变
量系数是中收入组的 2 倍左右. 同理根据第 (1) 列与第 (3) 列对比, 低收入组核心解释变量
系数比高收入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约大 3 倍. 可见数字经济对低收入组的收入提升作用更为
明显. 综上, 结合基准回归结果和分样本回归结果, 表明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够缩小居民收入
差距, 从而强化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 这也有力支持了假说 1 的成立.
同时, 本文尝试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对不同收入分位数的影响差异. 其中,

本文分别选取了家庭总收入在 25 分位数、50 分位数和 75 分位数的居民家庭, 回归结果如
表 13 的第 (4)∼(6) 列所示. 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对不同分位数的居民家庭均在 1% 统计水平
上正向显著, 说明基准结果是稳健的. 进一步从回归系数上看, 随着收入分位数的提高, 数字
经济对家庭收入的正面影响呈递减趋势, 也就是数字经济对 25 分位数的居民家庭的促进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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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稳健性检验: 分样本回归、分位数回归和 Tobit 模型
(1) (2) (3) (4) (5) (6) (7)
分样本回归 Ln (Income) 分位数回归 Ln (Income) Tobit

低收入组 中收入组 高收入组 P25 P50 P75 Kakwani
Digital 0.497*** 0.153*** 0.126*** 0.810*** 0.686*** 0.625*** −0.030***

(0.117) (0.048) (0.044) (0.055) (0.041) (0.043) (0.0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10,440 10,440 10,440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R-squared 0.096 0.147 0.199 0.245 0.259 0.270 0.179

注: 同表 3, Tobit 回归报告的是边际效应.

果最好, 故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不平等仍有显著的缓解效应.
另外,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非负截断特征变量, 采用最小二乘法可能会使估计结果

存在偏差.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更换估计方法, 使用归并 Tobit 模型进行回
归. 实证结果如表 13 第 (7) 列所示,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且在 1% 水平上
显著, 由此说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7.2.2 更换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首先, 参考黄云等 (2019), 为了避免由于变量选取的差异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 本文更

换被解释变量,分别将 Yitzhaki指数和 Podder指数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由
表 14 第 (1)∼(2) 列可见, 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其次, 本文借鉴赵涛等 (2020) 的方法, 基于城
市层面可得数据的 5 个指标18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了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 最后, 本文
将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分别与个体层面的 Kakwani 指数、Yitzhaki 指数、Podder 指数
以及群体层面的 Gini 指数、Theil 指数进行回归. 表 14 第 (3)∼(7) 列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
展仍能显著缓解居民收入不平等.

8 结论与政策建议
8.1 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 2015–2017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

裕的影响效应. 本文发现,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居民收入差距, 同时数字经济分指数也能对
居民收入差距起到收窄作用, 继而推动更多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实现共同富裕, 并且主要通过
缓解居民家庭受到的流动性约束、提高居民创业活跃度以及提升家庭社会网络水平等三个机

制来实现. 进一步在异质性部分, 观察到数字经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降低效果在中西部、农
村、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区域与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素养较低、数字鸿沟较高的样本

185 个指标具体为电信业务收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移动
电话用户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前 4 个指标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



第 3期 易行健, 等: 数字经济是否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 基于收入不平等视角的微观证据 677

表 14 稳健性检验: 更换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Yitzhaki Podder Kakwani Podder Yitzhaki Gini Theil
Digital −0.130** −0.036***

(0.062) (0.011)
城市层面数

字经济指数
−0.178** −0.317*** −0.766* −0.172*** −0.085*

(0.076) (0.075) (0.406) (0.047) (0.0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31320
R-squared 0.177 0.021 0.199 0.052 0.231 0.260 0.108

家庭中更为显著, 这体现了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 “普惠性”.

8.2 政策建议
1. 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推动数字经济转向规范发展和普惠共享的新阶段.
为了进一步有序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努力提升居民福利水平, 我国应该加快推动数字经

济发展, 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 在发挥数字经济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
增长的同时让数字技术普遍可获取、可使用, 使数字红利普遍惠及所有人, 这对降低收入不
平等和繁荣普惠至关重要. 鉴于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降低作用在中西部、农村
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中更为明显, 因此政府需要加快这些地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 赋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能力全面提升, 降低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和城乡
差异, 持续提高各地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提高网络可及性以及数字设备和数字服务
的可负担性.

2.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缓解信贷约束、提升创业活跃度以及扩大社会网络中的作用.
虽然借助于数字技术的数字经济在我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是对于如何更好地服务于

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以及农村居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利用数字
技术来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难题, 更合理地利用数字技术来进行具有差异化和市场化的风
险定价和风险管理以及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 着力弥合群体间、机构间、城乡间的数字
鸿沟. 改善优化数字营商环境, 持续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水平, 释放市场主体创新活力与内生
动力, 同时通过数字信息技术加快信息交互和思想传播等途径, 培育更多的创业资源、衍生
更多的创业机会以及降低创业成本并最终来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 规范网络社交行为, 搭建
新型就业创业高标准平台, 打造智慧共享的新型数字生活, 创新发展 “云生活” 服务, 拓展社
会交往等领域的应用.

3. 全社会形成合力, 建设全民终身数字学习体系, 着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国家在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需要考虑到目前不但存在数字技术的接入鸿沟, 而

且存在数字技术的使用鸿沟, 从而导致结果鸿沟, 因此需要建设全民终生数字学习体系, 着力
提升全民素质素养和数字技能. 需要加大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供给, 提升学校数字教育教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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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完善数字技能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多渠道搭建数字学习服务平台. 在建设全民终生数字学
习体系同时, 可以考虑内嵌金融知识普及教育, 推动金融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进一步全面
提升国民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 尽可能降低数字鸿沟, 从而更有效地使数字红利惠及到所有
群体, 助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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